
　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２１００２３。

①“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是导演成荫的名言。这是“十七年”文艺家具有代表性的创作心态。“十七年”文艺家

个性受到压抑的另一个突出例证来自演员赵丹。据说，由于受到《武训传》批判的影响，他后来在《林则徐》中扮演林则徐拍桌

子时，都要考虑他这一拍，“是无产阶级的一拍，还是资产阶级的一拍”。参见马德波、戴光晰：《导演创作论———论北影五大导

演》，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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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学研究

论中国第三代电影导演的艺术创造

洪　 宏

［摘　 要］　 中国第三代电影导演群体在时代政治的需求和制约下坚守电影理想和艺术使命。但

由于左倾政治运动的干扰，他们在长期的电影实践中也逐渐形成一种“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

的消极心态，这对他们的艺术创造构成负面影响。然而，第三代导演仍然在镜头运用、画面构图、蒙太

奇艺术，以及电影的大众化、民族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具时代特色的艺术创造。此外，第三代导演的艺

术创造与中国电影传统的关系也值得深思。

［关键词］　 第三代电影导演；电影语言；大众化；民族化；电影传统

中国第三代电影导演作为一个艺术家群体，其创作实践主要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十七年。其中，部分导演在“文革”期间还有银幕“样板戏”等创作，成荫、

水华、凌子风、谢晋、谢铁骊、李俊等的电影创作则持续到新时期以后。第三代导演大多受到“五四”

以来新文艺的洗礼，他们或者参加过 １９３０ 年代左翼戏剧、电影活动，或者接受过左翼文艺运动的影

响。从第三代导演的早期文艺实践看，他们主要由两部分文艺工作者组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自

“革命圣地”延安或中共领导下的其他抗日根据地，大多在延安等地从事戏剧活动，是毛泽东《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的延安文艺运动的实践者。这些导演主要包括成荫、水华、崔嵬、凌子

风、谢铁骊、王滨、郭维、吕班、王炎、王家乙、李俊、林农、苏里、武兆堤、沙蒙、严寄洲等；第三代导演群

体中的另一部分成员则来自抗战期间的国民党统治区和战后的上海、香港等地，他们长期从事进步

的戏剧、电影活动，主要导演有石挥、王苹、王为一、谢晋、鲁韧、谢添、刘琼等。

中国第三代电影导演群体在时代政治的需求和制约下坚守电影理想和艺术使命。但由于左倾

政治运动的干扰，他们在长期的电影实践中也逐渐形成一种“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①的消极

心态，这对他们的艺术创造构成负面影响。然而，第三代导演仍然在镜头运用、画面构图、蒙太奇艺

术，以及电影的大众化、民族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具时代特色的艺术创造。此外，第三代导演的艺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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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与中国电影传统的关系也值得深思。

一、近景、特写镜头与“苏联镜头”

第三代导演对于电影的艺术语言首先是镜

头语言非常重视，并在实践中进行了独特的银

幕创造。第三代导演对镜头语言的探索和运用

突出表现在电影的近景、特写镜头与画面构图

等方面。

近景和特写镜头①是第三代导演电影艺术

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代导演的大多数电

影尽管已远离当今时代，但它们还是深深地刻

印在几代中国观众的心中。当年银幕上的一幅

幅人物图像：一头白发的“白毛仙姑”凄苦的面

容（《白毛女》）、董存瑞手举炸药包高呼口号的

壮烈场景（《董存瑞》），张嘎子要为奶奶报仇的

悲愤表情（《小兵张嘎》），还有林道静得到“新

生”时的激动（《青春之歌》）、林老板面对困境

时的一筹莫展（《林家铺子》、萧涧秋深感人言可

畏的愤懑神情（《早春二月》），等等，尤其是其中

以大量近景和特写镜头出现的人物肖像，也许

是第三代导演的电影留给观众的最深刻记忆。

第三代导演电影中的近景、特写镜头之多，已成

为其艺术创造的一个突出特点，以致当时就有

人对有些电影滥用近景和特写镜头提出了批

评②。那么，第三代导演为何如此重视近景和特

写镜头的运用？近景和特写镜头又具有哪些艺

术创造性呢？

首先，第三代导演重视近景和特写镜头的

独特表现力。众所周知，在各种艺术中，电影与

戏剧在艺术形态和基本特性上最为接近，因而

能使电影与戏剧区别开来的艺术手段，也就能

够体现电影的特性。显然，近景和特写镜头对

表现对象所具有的选择和突出能力，是舞台戏

剧所不具备的。戏剧演出尽管也能运用灯光等

舞台手段引导观众的注意力，但它毕竟难以将

视觉形象的局部特征加以放大和突出。观众和

舞台相对固定的空间距离，为戏剧的舞台美学

设定了很多限制，而电影中的近景、特写镜头却

以其灵活的表现能力，起到了克服这种剧场限

制的作用。而这也就使电影银幕和戏剧舞台在

美学特性上产生了明显区别。因此，第三代导

演重视发挥特写和近景镜头的艺术创造力。

其次，第三代导演注重运用近景和特写镜

头塑造人物形象。第三代导演电影中的各种镜

头、画面，都以人物塑造为中心。即使是在远景

镜头或空镜头中，环境的介绍、景物的选取、气

氛的烘托等等，也都是为人物塑造服务。陈西

禾在探讨电影语言的几种构成元素时指出：“电

影里的景是为烘托人物而存在的，它或者反映

人的精神活动，或者陪衬人的心理变化，或者象

征人的命运，或者预示人的行为，除此之外，它

有时还能分担一下人的工作，以积极的姿态单

独出来推动情节。”③谢晋在谈论电影中的空镜

头时，也很重视情景交融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的

作用④。当然，相对于景物表现的作用而言，近

景、特写镜头更可以直接以人物为对象，从人物

的言行举止、动作神态的突出表现中，细腻地展

示其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总之，无论是侧面

烘托还是正面表现，近景和特写镜头对于人物

形象塑造都独具优势。

再次，近景和特写镜头的运用，还有助于突

出演员的表演，从而磨练演员的表演艺术。为

了更好地刻画人物，第三代导演往往将镜头表

现的焦点集中在演员身上，着力通过近景和特

写镜头来突显演员的表演。近景、特写镜头的

一个突出的美学特征，是对背景环境的省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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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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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第三代导演用来表现人物的镜头当然不只是近景和特写镜头，也包括中景、全景和远景镜头等。只不过近景和特写在

塑造人物时相对更有表现力，第三代导演对近景和特写镜头的运用也深具特色，所以这里主要论述近景和特写镜头。另外，这

里的近景和特写，还包括大特写、以及介于中景和近景之间的一些人物镜头等。

参见史东山：《电影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４０９ 页。

陈西禾：《电影语言中的几种构成元素》，《电影艺术》１９６２ 年第 ５ 期。
参见谢晋：《情景交溶》，《电影艺术》１９５９ 年第 ６ 期。



似乎将演员与他所处的真实环境相割裂，使之

处于一个类似戏剧舞台的、没有真实背景的假

定性空间中，让观众集中注意力于演员的表演

及其所创造的情境之中。演员的动作、语言，特

别是在近景、特写镜头中的表情、神态，就成为

第三代导演塑造人物形象的最重要手段，而其

他的银幕造型语言则往往受到忽视。第三代导

演的电影给人的突出印象，大都与近景和特写

镜头中的演员表演密切相关，而其中的优秀之

作，则不仅塑造出了较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也因

此而磨练了一批优秀演员的表演艺术，诸如白

杨塑造的祥林嫂、谢添塑造的林老板、谢芳塑造

的林道静、赵丹塑造的林则徐、祝希娟塑造的吴

琼花、陈强塑造的南霸天等即是如此。

除了近景和特写镜头的运用外，第三代导

演电影的画面构图也颇具艺术特色。第三代导

演的画面构图艺术深受苏联电影影响，这集中

体现在所谓“苏联镜头”上。何谓“苏联镜头”？

电影界存在着不同说法。电影演员舒绣文在谈

论苏联电影对自己的影响时曾回忆说：“苏联电

影使我们特别觉得新颖的，是常常用对比的手

法，即用特殊的镜头来表现关键性的事迹，记得

我们那时就把这种特写叫做‘苏联镜头’，后来

有些导演在中国影片中也常常用这种‘苏联镜

头’。”①电影美工师韩尚义对“苏联镜头”又有

另一种说法。他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突

然在电影构图风格上产生一种崭新的画面构图

流行世界，就是当时所谓的‘Ｒｕｓｓｉａ 镜头’，意思

是指苏联电影常用一种仰摄的角度来拍摄目的

物，对象往往是革命的领袖和英雄模范人物，以

及伟大的建筑物等，这种构图给人一种向上的

豪迈的英雄气概，至今还常见于许多新的影片

中。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电影构图一开始就从

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出发的。”②这两种说法存

在一些差异：前者认为“苏联镜头”是指一种对

比性的特写镜头；后者则认为是出于“无产阶级

的立场观点”而对革命领袖和英雄模范等采用

一种仰拍角度的画面构图方式。尽管如此，这

两种表述，其实已经透露出关于“苏联镜头”的

完整内涵。这就是：“苏联镜头”在画面构图上

明显采用对比性手法，对“革命的领袖和英雄模

范人物，以及伟大的建筑物等”常常采取仰拍的

角度构图；反之，对“反面人物”等则会采取“俯

摄卑视”的角度构图；“苏联镜头”是一种“社会

主义的电影构图”，这种构图方法背后潜藏着

“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

这种饱含政治意识形态的“苏联镜头”，早

在 １９３０ 年代就对中国左翼电影产生了影响。借

助这种构图方法，左翼电影实现了它的社会批

判职能。第三代导演的大多数电影延续了“苏

联镜头”的如此思想艺术表现力，使之发挥起批

判丑恶、肯定美好、讴歌理想的艺术创造作用。

在《白毛女》中，黄世仁和穆仁智求拜“白毛仙

姑”保佑以及镇压黄世仁等镜头，都以俯拍角度

结构画面，突出黄世仁等的虚弱与渺小；《红旗

谱》在表现朱老巩与冯兰池斗争的场面时，镜头

仰拍朱老巩而俯拍冯兰池，让朱老巩居高临下，

冯兰池龟缩仰望。《青春之歌》还运用光线的变

化和对比进行构图。影片在表现林道静时用正

侧光照明，色调明朗；而在表现余永泽时，则采

用越来越侧的光线照明，色调逐渐幽暗。可以

说，通过画面构图来体现影片的思想内容，承担

影片的政治使命，已成为第三代导演的艺术共

识。但“苏联镜头”在发挥思想和艺术作用的同

时，在不少影片中，也存在着公式化、政治化的

弊病，特别是那些鼓吹阶级斗争的电影，常常因

过分夸大“苏联镜头”的政治表意性而失之虚

假。这在第三代导演的电影中也多有出现。

二、独特的蒙太奇艺术

第三代导演对蒙太奇艺术也进行了积极探

索和富有成效的创造。他们既接受了当时电影

理论界的指导，在创作实践中也常常以苏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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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舒绣文：《我学到了新的表演方法》，《中国电影》１９５７ 年第 １１、１２ 期合刊。
韩尚义：《电影美工基础》，《中国电影》１９５９ 年第 ２ 期。



影蒙太奇艺术为范本。

破除蒙太奇在电影创作中的神秘性，摒弃

蒙太奇“万能论”，力主在创作中对蒙太奇作通

俗化理解，对蒙太奇手法予以通俗化运用，是第

三代导演对待蒙太奇艺术的普遍态度，这也是

当时电影界的共识。夏衍说：“说起来，蒙太奇

一点也不神秘，这只不过是将一个个用摄影机

纪录下来的镜头妥善地连接起来的方法而已。”

他进一步解释说：“所谓蒙太奇，就是依照情节

的发展和观众注意力和关心的程序，把一个个

镜头合乎逻辑地、有节奏地连接起来，使观众得

到一个明确、生动的印象或感觉，从而使他们正

确地了解一件事情的发展的一种技巧。”①第三

代导演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运用蒙太奇艺

术的。

电影界对蒙太奇问题的如此共识，是对

１９３０ 年代左翼电影观念的延续，也是苏联影响

的结果。夏衍等领导的左翼电影界，主要接受

了好莱坞和苏联普多夫金的影响。这两者的共

同之处，是都强调从剧情和叙事入手理解蒙太

奇的性质和作用。这其中，好莱坞电影的影响

主要是实践层面的，而左翼电影界关于蒙太奇

的理论和观念则主要来自普多夫金。视蒙太奇

为“电影艺术的基础”的普多夫金，认为蒙太奇

的基本特性和作用在于对镜头的分割和组合。

他说：“把各个分别拍好的镜头很好地连接起

来，使观众终于感觉到这是完整的、不间断的、

连续的运动———这种技巧我们惯于称之为蒙太

奇。”②不难看出，上述夏衍对蒙太奇的理解正来

自普多夫金。此外，苏联电影界长期批判苏联

蒙太奇学派中的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而

此时中国电影界反对蒙太奇“万能论”，反对蒙

太奇运用中的形式主义，反对将蒙太奇神秘化

等等，也都是苏联电影界在批判蒙太奇学派时

的主要观点。

电影界对蒙太奇的如此理解，在第三代导

演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明显体现，这就是普多

夫金式的叙事、抒情蒙太奇成为基本的艺术表

现手法。所谓普多夫金式的叙事、抒情蒙太奇

如连续蒙太奇、平行蒙太奇、对比蒙太奇、比喻

蒙太奇等，并非只是为他所独自使用，而是由于

他的成功使用而使之发挥着艺术的示范作用。

其主要特征是：强调蒙太奇的基本叙事、抒情功

能，而又不违背相连镜头与画面之间的时空逻

辑。如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母亲》中的初春时节

工人游行场面，以及与游行场面并行出现的冰

河解冻的画面，其镜头的连接（冰河解冻镜头被

反复切入工人游行的场面）即是如此。

第三代导演电影中的这种普多夫金式的叙

事、抒情蒙太奇十分常见。如《祝福》中祥林嫂

初到鲁四老爷家帮佣，虽然劳碌，但因逃脱婆婆

和卫老二的魔掌而感到舒心，影片用春暖花开、

垂柳依依、风筝飞舞的画面与祥林嫂的满脸笑

容相连接，描写她此时的心情。再如《青春之

歌》中，表现林道静阅读苏联小说，开始接受革

命思想的一段戏：林道静聚精会神地看书，当看

到《铁流》中有关红军胜利的情节时，影片用特

写镜头表现她因喜悦而容光焕发的脸；随后镜

头向窗外推出，画面上阳光灿烂，鲜花开放。

《柳堡的故事》用风车转动的画面，抒写李进对

二妹子起伏不定的感情；《骆驼祥子》特写满脸

笑容的寿星塑像，反衬刘四爷在寿宴上的怒吼

咆哮；《芙蓉镇》通过胡玉英注视屋檐下的破损

蛛网镜头，暗喻其家破人亡的不幸遭遇等，都是

这种着眼于人物与其身边的环境、景物的相互

关系，展开叙事、抒情的蒙太奇方法。

除了普多夫金式的蒙太奇，第三代导演也

程度不同地受到爱森斯坦理性蒙太奇的影响。

这首先表现为在一些影片中也出现了类似理性

蒙太奇的镜头连接方法，即将不同时空的两个

画面或场景对列，以构成隐喻或创造思想。如

与爱森斯坦在《十月》中以统治者的雕像从底座

上倒下来隐喻沙皇政权的崩溃相似，成荫在《钢

铁战士》中以山洞中狰狞的恶魔石像来隐喻敌

政工处长的丑恶。再如，《我这一辈子》中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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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电影论文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１９６３ 年，第 １６８、１７０ 页。
［苏］普多夫金：《论蒙太奇》，《普多夫金论文选集》，罗慧生、何力、黄定语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１９６２ 年，第 １３５ 页。



党员申远被枪杀倒下的镜头之后，接上的是八

路军战士海福等跃起战斗的画面。与这类镜头

处理方式的直接借鉴相比，爱森斯坦理性蒙太

奇的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第三代导演对蒙太

奇的政治意识形态性的追求上。也就是说，尽

管第三代导演并没有像爱森斯坦那样致力于蒙

太奇试验，但在对蒙太奇功能的重视上，却同样

能看到其理性蒙太奇的影子。而且，这种理性

蒙太奇观念的渗透，还与普多夫金式蒙太奇的

叙事、抒情功能相融合。其结果，是第三代导演

的蒙太奇创造常常流露出强烈的政治抒情色

彩。对此，张骏祥曾描述道：“角色心情愉快，一

定来个盛开的花朵镜头；某人得到自由，就接个

鸽群飞翔；英雄牺牲了，下面准是个遒劲的苍

松，再不就是个屹立在海涛中的岩石的镜头。”①

第三代导演运用蒙太奇艺术固然存在着政治

化、模式化等缺点，但其中的优秀者如《祝福》、

《柳堡的故事》、《林家铺子》、《青春之歌》、《小

兵张嘎》、《早春二月》、《骆驼祥子》、《芙蓉镇》

等也体现出艺术上的独创性。

三、大众化与民族化追求

在镜头运用、画面构图和蒙太奇实践等方

面致力于艺术创造的同时，第三代导演对电影

艺术的大众化、民族化创造也颇有特色。

大众化是“十七年”电影界所公认的电影艺

术的基本特性，也是第三代导演电影的重要特

征。一方面，从观众看电影的人次中可以看出

第三代导演电影的大众化特征②；另一方面，大

众化也是左翼文艺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艺的明

确追求。加之苏联的“大众性是电影的本性”③

观念的影响，大众化更是“十七年”电影创作和

批评的一个重要命题。当然，大众化实际上是

电影与生俱来的一个基本特性，在电影史上，好

莱坞电影无疑是电影大众化的典型例证。那

么，第三代导演的大众化创造又有何独特之处

呢？

苏联电影曾给自己的大众性赋予“人民性”

内涵，认为这是它区别于好莱坞电影大众性的

标志④。而中国第三代导演则给自己的“大众

化”追求以明确的观众定位，即大众化要求电影

首先要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兵”服务。为

此，它要求电影创作者通过“思想改造”，在世界

观和艺术观上，转变自己的“资产阶级”或“小资

产阶级”立场，与“工农兵”打成一片。同时，还

要求电影创作的题材内容应该以“工农兵”生活

为主体。中央电影局一年一度的电影创作题材

规划，就明显体现出对“工农兵”题材的重视。

即使是在政治形势相对宽松的 １９５６ 年，仍然规

定“工农兵”现实生活题材必须达到 ７０％ 以

上⑤。这一切，目的都是要求电影要大众化，要

为“工农兵”服务。

应该说，第三代导演电影的“大众化”创造

首先着眼于为占社会主体的“工农兵”观众服

务，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反之，抛开“工农兵”观

众群体，电影大众化将无从谈起。第三代导演

的不少影片当时在普通“工农兵”观众中所引起

的观影热潮和巨大反响，在中国电影史上也较

为少见。例如作为第三代导演重要代表的谢

晋，他的电影即具有显著的大众化特色。这固

然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但与第三代导

演从题材主题到艺术形式，都重视普通“工农

兵”观众的接受水平和欣赏习惯、重视为“工农

兵”服务更是直接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

代导演的大众化创造是值得肯定的。不过，第

三代导演的大众化创造在实践中也存在着缺

陷。主流观念要求电影为“工农兵”服务，但不

少创作在客观上却导致了观众流失。《电影的

锣鼓》对此尖锐指出：“电影是一百个愿意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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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骏祥：《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１９５８ 年，第 １１ 页。
例如 １９５９ 年全年观众已达四十一亿五千万人次。参见夏衍《让三面红旗在银幕上迎风招展》，《电影论文集》，第 ２ 页。
苏联科学院艺术史研究所编：《苏联电影史纲》第一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１９５９ 年，第 ８ 页。
苏联科学院艺术史研究所编：《苏联电影史纲》第一卷，第 ８ 页。
参见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３７ 页。



农兵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个被服务的‘工农

兵’对象，岂不成了抽象？”这个矛盾现象的存

在，说明第三代导演的不少电影在大众化问题

上存在着错误认识：它们实际上将大众化主要

视为“工农兵化”，而“工农兵化”又“意味着在

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甚至所谓‘工

农兵电影’”①。因此，在正确地把电影的大众

化定位为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同时，其错误

在于，在如何大众化的问题上却走上了一条片

面强调“工农兵化”的狭隘途径。尤其是对所谓

“小资产阶级趣味”的长期批判，更直接助长了

“工农兵化”主张所要求的狭隘政治性。这样，

电影大众化所要求的“大众性”，不仅被剥夺了

它的好莱坞式的大众娱乐功能，也缺少“解冻”

后苏联电影的“人民性”成分，而主要保留有狭

隘的政治性含义。因而，大众化经由“工农兵

化”的中介，只剩下“政治化”的内核，它就难免

要被自己的服务对象所抛弃。

与大众化追求相联系，第三代导演也注重

电影的民族化创造。如果说大众化主要着眼于

电影的一般特性以及观众的接受效果，那么，民

族化则既是彰显电影的民族主体性的必然要

求，又是实现大众化的重要途径。换言之，只有

电影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富有民族特质，符

合民族审美心理和观赏习惯，电影大众化才能

真正实现。第三代导演的电影民族化创造，总

体上也受制于当时特定的政治形势和时代现

实，也与中国和苏联电影关系的变化有关。它

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先是“一边倒”式地学

习苏联，对苏联电影的学习和模仿使它还不能

在观念层面自觉地追求电影的民族特性；然后

是批评对苏联学习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

义，电影创造的民族主体意识开始觉醒；１９６０ 年

代与苏联交恶后，出于对电影的民族主体性的

强调，民族化受到高度重视，它与大众化一起，

成为电影发展在理论和创作上的自觉追求。

讨论第三代导演电影的民族化创造应注意

如下两个层面：一是观念层面民族化追求的自

觉与否；二是创作层面如何表现民族生活并汲

取民族传统文艺美学资源。一般来说，文艺的

民族化根本上还不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主要是

创作问题。因为，创作主体的民族身份，以及作

为创作对象客体的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根本上

就决定了文艺的民族特性。当然，如果创作主

体在观念意识上有着自觉的民族化追求，则更

有助于在创作的文本形态、艺术技巧、艺术语言

等方面凸显出更为鲜明的民族特色。由此审视

第三代导演电影的民族化创造，就能看到，在

１９５６ 年之前向苏联电影“一边倒”式的学习阶

段，尽管第三代导演群体电影创造的民族化追

求尚未自觉，但这时期的电影无论它怎样模仿

苏联，也仍然是中国特色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

性，即使是《南征北战》这样追求苏联史诗样式

的电影，它的民族特性也毋庸置疑。因为这些

电影的创作主体及其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民族

属性，根本上决定了它只能是中国的民族电影。

此后随着民族化追求的观念逐渐自觉，第三代

导演电影的民族特性也随之明显增强。主要表

现为在创作中对民族传统文化、文艺形式和美

学技巧进行自觉的吸收和借鉴，也更为重视电

影观众的接受心理和欣赏习惯。这在《林家铺

子》、《五朵金花》、《枯木逢春》、《李双双》、《小

兵张嘎》、《早春二月》、《农奴》等影片中都有突

出表现。这些影片在画面构图、镜头连接、表演

艺术、电影音乐等方面都自觉地向传统绘画、诗

词、戏曲、小说、音乐等学习，表现出浓郁的民族

风格。当时的电影界也注意对电影民族化问题

进行理论思考，如夏衍的《电影论文集》、徐昌霖

的《向传统文艺探胜求宝》等著作、以及赵丹、郑

君里等的理论文章②，这些理论探讨也为第三代

导演的民族化创造提供了借鉴。

然而，第三代导演的电影在民族化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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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钟惦蓒：《电影的锣鼓》，《文艺报》１９５６ 年第 ２３ 期。
赵丹 １９６１ 年写的《林则徐形象的创造》和郑君里 １９６１ 年导演《枯木逢春》后写的《歌颂新人、新农村的一次尝试———

〈枯木逢春〉创作得失初探》，都专门谈到向民族传统学习问题。分别参见赵丹：《银幕形象创造》，中国电影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
郑君里：《画外音》，中国电影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



也存在着严重弊端，主要原因在于其民族化追

求常常与狭隘、封闭的左倾政治意识形态紧密

纠缠在一起，而背离了“五四”以来新文艺的现

代价值取向。特别是在 １９６０ 年后，电影的民族

化、大众化呼声和“防修”、“反修”、“阶级斗争”

等极左政治相呼应，一方面使得电影对民族传

统的学习逐渐形式化、狭隘化，另一方面又使电

影所表现的生活内容被极左政治严重图解而趋

于虚假，电影的民族特性和民族风格在大多数

影片中反而严重受损。第三代导演的电影民族

化实践表明，现代性是民族化的前提和内核。

民族化如果只拘泥于传统艺术形式的借鉴，如

果固步自封而不能开放汲取国外优秀的思想艺

术资源，更关键的，如果拒斥现代性，则不可能

创造出能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现代民族

电影。

四、与中国电影传统的关系

最后，第三代导演的艺术创造与中国电影

传统的关系，以及由此出发如何整体评价第三

代导演电影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等问题也值得探

讨。第三代导演的艺术创造与中国电影传统的

关系问题在“反右”前后有过较为集中的争论。

在“反右”前的“双百”时期，在当时的“鸣放”声

中，很多电影界人士批评当时的电影没有重视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传统。孙瑜说：

“目前国产电影的质量不高、千篇一律的严重情

况引起了广大观众的普遍不满。上座率低到

３０％到 ４０％左右，甚至还有低到 ９％的。我觉得

我们没有很好地接受‘五四’以来进步电影的传

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①石挥也认为：“割裂中

国电影传统的问题，现在才开始引起注意。”②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文汇报》发表社论《电影讨

论中的几个问题》，也专门谈到“怎样接受‘五

四’以来优秀电影的经验问题”，指出：“认真研

究‘五四’以来进步电影的经验工作，做得实在

太少。”尽管类似的意见在“鸣放”的当时就受到

一些批评，在“反右”时更是遭到相当严厉的批

判，但很显然，抛开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这些

意见都真实地道出了第三代导演不少创作存在

缺陷的一个重要原因：不重视吸收和借鉴三四

十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那么，原因

何在？三四十年代就创造过优秀影片的一批著

名导演如蔡楚生、孙瑜、吴永刚、袁牧之、沈浮、

郑君里、桑弧等当时不都还在电影界吗？并未

远去的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其实相

当程度上就“活在”他们身上，为什么第三代导

演却不能很好地对这种仍然“活着”的电影传统

加以继承和发扬呢？问题不难回答：延安文艺

方向决定了第三代导演群体的电影创作虽然没

有公开表明放弃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传统，但也

必然不会真正予以重视。延安文艺方向根本上

就是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而三四十年代以上

海为中心的中国电影则无疑是属于“资产阶级”

和“小资产阶级”的。正如“鸣放”中有人所指出

的：“有一种理论曾经流行一时，就是非常强调

‘人民电影’只是从 １９４７—１９４８ 年在东北开始

建立的，实质上就是不承认解放前中国电影的

进步传统。这种割裂历史的看法是以这样的理

论作基础的：就是简单地认为过去的中国电影

都是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服务的，只有人民

电影才是为工农兵服务。”作者认为，正因为如

此，“许多过去曾经显露过光彩的电影导演和演

员”，在现在的影片中“不但看不出他们在艺术

成就上显著的发展和进步，甚至感到他们还不

及过去已经达到的水平了”③。应该说，事实的

确如此。延安文艺方向和当时的“人民电影”的

创建目标，使第三代导演更加重视“延安电影

团”以来的“人民电影”，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直接

源头。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第三代导演

１２７

①
②
③

孙瑜：《尊重电影的艺术传统》，《文汇报》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石挥：《重视中国电影的传统》，《文汇报》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 ３ 日。
汪巩：《电影事业走过的一段弯路》，《文汇报》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整体上未能超越第二代导演的电影创造？而进

入新中国时正年富力强的第二代导演也为什么

没有达到此前他们已有的创作水准？历史的启

示是沉重的：三十年代左翼电影和战后进步电

影继承并弘扬“五四”新文艺的现代精神，同时

又广泛汲取民族文艺传统和世界优秀电影资

源，从而创造出一大批具有现代气息和民族特

色的优秀电影；而与之相反，五六十年代的中国

电影却逐渐走入背离“五四”现代精神、脱离世

界电影大潮的封闭、狭隘之路，其结果，是电影

成为时代政治的附庸，三四十年代起步的电影

现代化进程被严重扭曲，第二代和第三代电影

家的艺术创造力遭遇强大桎梏，中国电影发展

从已有的历史高度整体下滑，直至“文革”的深

渊。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离开现代精神的

引领，忽视与世界电影的广泛交流以及与传统

的深刻联系，民族电影必将丧失生命活力。

当然，尽管第三代导演的电影与三四十年

代电影相比存在明显落差，但两者也并非完全

没有历史和美学的联系。因为，艺术创造毕竟

不同于观念认知和理论探讨，创造主体身上的

历史、美学和精神的积淀，总会通过种种自觉或

不自觉的形式渗透到创作中来，何况为数不少

的第三代导演就曾深受左翼电影以来的进步电

影的影响，有些还亲身参与了三四十年代进步

电影的艺术实践，这些历史的、美学的、精神的

印记是不可能完全绝迹的。实际上第三代导演

的电影总体上呈现出如此特征：凡是在思想观

念和题材内容上带有“五四”现代气息的电影，

大多成就较高，与三四十年代电影的联系也更

紧密，如《我这一辈子》、《林家铺子》、《早春二

月》、《骆驼祥子》等取材于“五四”新文学作品

的改编电影，和《红色娘子军》、《小兵张嘎》、

《舞台姐妹》等取材于近现代历史的电影；反之，

凡是打上延安文艺或苏联“人民电影”烙印而缺

乏现代精神的电影，则即使其某些艺术技巧或

细节有可取之处，整体成就也仍然不高，与三四

十年代电影的精神联系也更薄弱。第三代导演

的绝大多数现实题材创作即是如此。第三代导

演创作上所表现出的如此特征，折射出它们与

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为深

入思考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创造，审视中国电影

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深刻启示。

（责任编辑：陆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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